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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漕运旗丁挽运中社交网络与信息传递

沈胜群

摘　 要:清代京杭运河是南北水运交通要道,每年漕运之期,旗丁挽运粮米途中会接触

形形色色的人,亦会形成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网络。 这些社交网络,一方面建构旗丁群体

日常生活与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又影响了运河流经的区域社会,催生了旗丁多重的社会角

色,不断重申承运者身份地位的同时彰显社会中“人”角色多变的特点。 旗丁社交网络丰富

了其运漕生活,也提供了信息传递的载体,其传播过程仍未脱离传统“人际”的传播模式,内
容上既有诸如米价、土宜等民间信息,又有邸报上的官方新闻,间接上反映了旗丁群体的生

活诉求。 不可否认,信息传递会存在真与假、利与弊的双重性,真实信息利于百姓与旗丁生

产生活;相反,虚假信息则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区域内民众恐慌,扰乱地方政府统治秩序。 无

论何种影响,旗丁作为常年行走于运河之上的群体,不仅传播了原有居住地的风俗习惯,又
不断采撷着运河沿线的信息,在清代社会发展与信息流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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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漕运旗丁是清廷对隶属卫籍承担粮米运输人的称谓,其不同于八旗制度下的兵丁,也
相异于社会中的基层百姓。 其参与整个运漕过程,从驾船赴州县兑运粮米到重运抵通,再到押空回

南,各个环节无不显现其身影。 此过程中,漕船所过运河沿线城镇与停泊之地,旗丁会接触到形形色

色的人,诸如沿岸百姓、小商小贩等不仅是其货物交易的群体,漕督、粮道与基层吏胥等人也是旗丁

群体表达生活诉求的对象。
相应,由此形成的社交网络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独特性,其既承袭传统船户日常生活的一些方式,

又蕴含深刻应役出运的时代特色。 与此同时,漕运中社交网络成为信息流通的载体,其中有诸如米

价、物价等民间信息的流动,也有邸报新闻、法律条文等官方信息的传递。 无论何种信息,旗丁作为

活跃于运河之上的群体,不仅促进了南北货物流通,又不断采撷着运河沿线的信息,完善与发展自身

社交网络的同时成为南北区域重要的信息传播者,在清代信息流通中①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漕运旗丁挽运漕粮中的社交网络与类型

漕粮运输是一项复杂工程,不仅需要旗丁协调各方力量,调度有方,而且要求其随时处理突发事

件,故挽运中旗丁会接触不同的社会群体,由此形成的社交网络也较为繁杂,无论何种关系类型,旗
丁都没有逃离应役出运的身份标识,间接上说明了漕运在其社交网络形成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旗丁挽运漕粮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因关系成因与性质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漕运

①学界关于清代信息流通的研究,多集中于传统水、马驿站的研究,鲜见于运河群体。 较有代表性的如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
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方裕谨《清代邮驿制度概述》 (《历史档案》1982 年第 3 期)、张正桦《清代前
期驿传财政初探》(《史耕》2009 年第 13 期)、王春花《京杭运河沿线驿站与运河关系初探———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
地方志》2016 年第 3 期)。 以上论著与文章仍以传统驿传体系为着眼点,考察了清代水、马驿站的管理体制与运转情况,缺少对其他
信息流通载体的关注。 反观漕运旗丁群体常年活跃于运河之上,不仅是应役出运者,又是运河周遭信息收集与传播者,在京杭运河南
北信息传播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层面的雇佣关系;商贸中的买卖关系;上下级的政治关系;同帮或同乡的漕运关系,以及其他因漕运

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等。
首先,漕运层面雇佣关系与商贸中买卖关系。 传统的漕运是大规模、在政府严控下运送粮米或

其他物品,尤其以漕船为载体的生活方式将旗丁与其他群体“隔离”开来。 这种短暂“分离”,不仅圈

定旗丁或其他运输人员的活动空间,也很大程度上“划定”了身份等级。 尤其舵工、水手等人的招募,
使政治色彩较浓的漕运活动,有了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关系。 总体来说,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漕船

之上舵工、水手等员的雇佣;二是因拉纤等工作需要,雇募纤夫、民夫等。 前者有律令法规做保障,有
较大法律性与持久性,后者按实际需求而定,有较强的地域性和短暂性。

漕船出运,一般每船十丁,然运道险峻与工作艰辛,旗丁百般避运。 迫于无奈,清廷在严格审查

旗丁卫籍的同时行雇募之法,以弥补漕船出运人数的不足。 康熙三十五年(公元 1696 年),清廷规

定:“漕船出运,每船佥军一名。 其余水手九名,雇觅有身家并谙练撑驾之人充役” [1] ,以法令形式保

证雇募水手等人的合法性。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雇募形式并不由政府直接负责,而是旗丁自行雇募。
因撑驾辛劳,水手、舵工等职寻常百姓不愿承担,承职者“多系别省贫民” [2] ,增加管理难度的同时使

单纯雇佣关系变得复杂化。 部分情况下,因舵工、水手等挟制、讹诈,旗丁往往有管理之名,无管理之

实,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载:
湖南省运军,向系包给舵工。 今年皆亲身出运,然事例未谙,仍听舵工指挥。 旗丁有更换,

而舵工为世业,偷盗米石,侵蚀钱粮,及至抵通交纳不前。 运军揭债完公,舵工脱身事外。[2]

此类事件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旗丁轮运的弊端,暗示舵工等雇募行为需要政府管理与约

束,也进一步说明了旗丁出运中仅有管理之名的论断。 相较于舵工、水手等随船出运的雇佣人员,纤
夫或民夫的雇募则有较大地域性,在运河北段较为常见,其职责一般为疏淤、过闸、刮浅等,如“夏秋

之间,两岸民田,车水灌溉。 昼夜不停,以致运河水势日浅” [3] ,需雇募民夫刮淤。 此种雇募属于临时

性招募,故较少出现诸如水手滋事等事件,有较强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购买关系。
与漕运层面的雇佣关系不同,旗丁挽运中商贸关系则有较强的经济色彩,贴补生计的同时赚取

余钱。 旗丁重运北上与回空,按例会携带一定的货物,这些货物种类繁多,如绍兴的黄酒,江西的毛

竹,江南的宣纸、绸缎,北方的梨、枣等。 除这些朝廷规定例带货物外,漕船北上也会夹带些其他物品

沿途贩卖。 《清史稿·食货志》载:“漕船到水次,即有牙侩关说,引载客货,又于城市货物辐辏之处,
逗留迟延,冀多揽载,以博微利。” [4]这些夹带之物,或是朝廷违禁物品,或是南北方紧俏之物,有较高

的利润,如“京城私钱,皆别处买来,偷载运粮船内,带至京城发卖。” [5] 货物交易活动,使旗丁结识形

形色色的人,构成所谓的商业伙伴,赚取银钱的同时形成买卖关系。
此外,除上文所述平等的买卖关系外,还存在粮艘附带商人货物,赚取脚价的行为。 这种微沾余

利行为虽无直接商贸往来或物品交易,但却以隐晦的方式与所带货物拥有者形成“交易关系”,一定

程度上属于“买卖”行为。 长此以往,漕船附带之风越演越烈,丁舵等人哄抬物价,危害社会秩序,以
致乾隆帝忧虑道:

各帮军丁贫乏者多,安得有资本置买货物。 其所载土宜,大约俱系商贾附带。 军丁不过得

有脚价借沾余润,若令沿途售卖,则商贾之本利俱亏,旗丁将赔偿不暇。 又安能借此为起剥之

费,且货物于途中卖去不能北来,商贾闻此信息,尤必昂贵居奇。[6]

为此,乾隆帝一方面拨发银两,救助贫苦旗丁,另一方面又“严饬各帮运弁、旗丁等于受兑时不得

多带客货。 签盘时,仍亲身加意查验,以期粮归实载,货得酌装,于公私两有裨益” [6] ,适中调剂旗丁

生计的同时促进南北货物的流通。
与附带商贾货物相似,漕船回空夹带私盐也是旗丁取利之径。 不过旗丁并非直接购买私盐贩

卖,而是协助或运输盐斤回南,事毕,微沾余润。 每年粮艘回南之时,一些商人等利用官船免税等便

捷条件,偷运芦盐,沿途贩卖取利。 此过程中,因有利润可图,旗丁等人直接参与,或协助贩盐。 长此

以往,旗丁不再是单纯的协助运盐之人,而是与盐枭“同舟共济”的贸易伙伴,分食利润的同时形成固

·23· 　 2018 年第 4 期



定买卖关系。
其次,上下级政治关系与地缘下同帮或同乡关系。 漕运是一项组织严密的工程,国家设官管理

漕运,在清廷权力体系构成中,旗丁仅仅是管理漕船的“小头目”,并无官衔。 总体来说,清代漕运官

职,分为监兑官、押运官、领运官、催攒官、巡查官与监守官。 这些朝廷法定官员职责分明,形成较严

密的上下级隶属关系,管控漕运诸多事务,是旗丁的管理者。 此外,漕船上的舵工、水手等人由旗丁

雇募,且受其管制与约束。 两个层面的职责管理与隶属关系,使旗丁群体处于整个运漕体系“连接

点”,形成上下级的政治关系。 从漕运系统运作角度看,旗丁属于漕政官员的下级,然在粮艘航行途

中,旗丁又是舵工、水手等人的领导者。
需要说明的是,旗丁在出运中所形成的上下级关系,政治色彩较浓。 清廷法令或官府意志占据

支配地位,这与传统手工业所形成的师徒等上下级关系有较大区别:一方面旗丁所形成的上下级关

系仅限于出运中,未佥或停运旗丁未涉及这些繁杂的管理系统,故有时间和地域差异;另一方面传统

手工业的师徒关系有一定情感基础,而漕运中上下级关系则缺乏情感因素,更多是政令、监督与实用

主义,完成运漕是丁舵等人的首要任务。
与其他关系不同,旗丁因地缘形成的同帮或同乡关系有较大稳定性。 漕船出运往往远离故土,

同乡、同帮或姻亲等关系,使旗丁很容易聚集在一起,这样的聚集行为构成了以地域为纽带的活动范

围,密切旗丁间的关系往来,人为划分了群体界限。 与之相似,漕船北上按帮划分,一般每帮十数艘

至数十艘不等,船帮出运时,时常会遇到行船次序、泊船地选取等纠纷,为维护本帮利益,各帮间往往

发生争执,甚至械斗。 如道光年间,赴河南兑运的“徐前、后帮以任城帮占其泊船之处,具禀申诉” [7]

于督漕官,要求归还泊船地。 部分年份,清廷不得不采取调整航船次序办法,防止船帮间争斗,如康

熙五十七年(公元 1718 年),清廷“题准,浙江省帮船,令分夹江南帮内,湖广省帮船,分夹江西帮内,
使彼此势孤力薄,免致争斗” [2] 。 旗丁间申诉或械斗的现象暗示了漕运弊病,也反映了此群体维护本

帮利益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在同乡关系中,有一种形式较为特殊,即旗丁间协济漕船出运形成的“契约”关

系[8] ,这些“私议”是旗丁间自行商定的结果,并得到官府的许可,故一定意义上属于“契约”关系。
与此同时,不同省份与船帮间的旗丁也有相应互动关系,但相较于同乡或同帮,这种联系松散许多,
或仅限于漕运中的人员往来,或粮艘失风时的救护与打捞等,无论何种联系,漕运是最基本的条件,
也是构成关系的基础。

最后,“漕运中心圈”下的其他关系。 旗丁社会关系网络中,家庭关系较为常见,它虽不隶属于漕

运关系,却与运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运粮途中旗丁一般会携带妻儿随行,过着类似船户的生活,
作为关系中最稳定的单位,家庭关系涉及旗丁日常生活,亦会影响其自身生计。 与家庭关系相似的

是家族关系,出运旗丁不仅由家族内部“推选”,随行的副丁也是其直系亲属。 因血缘或姻亲形成的

关系有较大稳定性,对漕运有重要影响。 一方面运漕是肩负运役家族的首要目标,取得家族内部成

员的认可,要求互助互惠;另一方面,正副旗丁一同出运的境况,二者有共同的经历,共同承担责任,
有较大的认同性。 此情形下,运漕成了家族的黏合剂,利于增加家族内部的凝聚力。 不可否认,家族

内部成员之间也会存在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但更多情况下,互助仍是家族成员间联系的重要途径。
需要说明的是,旗丁作为社会中的人,其社会关系复杂多样,与之相联系的人亦多如牛毛。 以上

分类纯粹是为研究方便而分,局限之处在所难免,如旗丁赴州县水次兑运时,会与州县发生联系;粮
船行进中,会与运河中诸如商船、民船等发生关系;这些联系看似平常,但仍属挽运旗丁社会关系网

络中的一部分。 不过,就典型性而言,前文中几个方面的分类仍具有代表性意义。

二、漕运旗丁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传递与流通

如前文,旗丁群体在承担运役的同时表现出“流动性”强的特点,这种特点有随船行走南北的特

性,也有来往于各色人群的意味,着实反映了旗丁的生活诉求,而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往往成为信息

·33·沈胜群:清代漕运旗丁挽运中社交网络与信息传递



传播的载体,在运河流经区域信息传递与流通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旗丁社交网络构成与运漕需求等因素,其信息传递类型大致分为三种:其一,诸如食米等生活

必需品价格变动信息的传播;其二,随船携带瓷器、竹木等土宜价格变化信息的传播;其三,清廷邸报

等信息的传播;前二者属于民间信息传播一部分,很大程度与旗丁生活息息相关。 后者则兼具官方

信息传递色彩,有一定误差性与延迟性。
其一,米价信息在民间信息传播中占有较大比重,一则缘于挽运旗丁随船携带一定额数米,以食

用或出售;二则在于米是运河沿线百姓日常所需,有一定利润可图,故米价成为旗丁群体重要关注对

象,与之相应,亦会因此形成与运河沿线米铺联系紧密的交易渠道。 旗丁重运北上,按例会捎带一定

数量货物。 《清史稿·食货志》详细规定了旗丁例带土宜额数:
凡漕船载米,毋得过五百石。 正耗米外,例带土宜六十石。 雍正七年,加增四十,共为百石,

永著为例。 旋准各船头工、舵工人带土宜三石,水手每船带土宜二十石。 嘉庆四年,定每船多带

土宜二十四石。[4]

在旗丁携带的货物中,米成为最常见的农产品之一,就其品种来讲,以江南稻米居多,既因江南

气候适宜,水稻可轮番耕种,且有长江中下游省份粮米接济,米价平稳,旗丁无利可图,又在于运河北

段市镇人口密集,需米较多,有较多商机,如《漕运则例纂》中亦云:“沿途居住人等皆赖此项米粮,买
以资生” [9] ,亦如“天津烟户稠密,惟借商贩米石接济” [10] 。 故旗丁在运漕途中往往百般搜寻米价变

动信息,以图余利。 与此同时,水旱之年,也是米价变动之时,荒歉情况一旦发生,清廷往往拨运漕粮

赈济灾民,此时“船队必须领受新的安排,驻守在运河沿岸的相关机构和军队的官员必须掌握船队的

最新动向,随时通报有关道府官员,以便领米州县的官员在漕粮到达时能够亲自到场监兑,并及时分

运” [11] 。 此情形下,粮米拨运,一方面给予旗丁探知和传播米价消息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便于其出售

余米,赚取银钱。
需要说明的是,每年“春夏之交,正米价昂贵时候” [12] ,此时粮艘重运北上,旗丁为攫取利润,往

往利用诸如米铺等熟识社交网络为掩护,出售食米的同时盗卖漕粮。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 1759 年)
四月,济宁城守营都司马兴即禀报:“拿获镇江前帮旗丁南三提,盗卖漕米十五口袋,运至杨钦、陈三、
朱义如三人铺内,当即协同州役拿获,交该州审拟……” [13] 。 这种现象的出现,除旗丁自身生计困难

外,区域内米价上涨也是重要原因。 为此清廷一方面拨银救济疲乏之丁,另一方面加大稽查力度,铲
除弊政。 如嘉庆帝谕令:“除南漕所辖地方,米价较贱……其山东、天津、通州、粮艘经过及停泊地方,
著各该巡漕御史实力稽查,毋任运丁等致有盗卖米石之事。” [14] 这些临时性措施仅能解决一时之弊,
未能从整体上扭转旗丁盗卖漕粮之风。 不可否认,从市场的角度看,旗丁泊船某地盗卖粮米的事实,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地食米流通和米价涨落情况,而集中式或利用熟识社会网络与米铺交易等行

为,亦间接说明其扮演信息传递者的角色。
其二,旗丁随船携带土宜售卖,既可微沾余利,又利于货物流通,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商人的角色。

换言之,土宜买卖中,旗丁群体在参与贸易活动之余,不自觉传递了商业信息。 如地处运河山东段的

阳谷县,毗邻运河河道,每年漕船到来之时,当地百姓都会自带“胶、枣、棉、布、瓜、仁等物与船带大

米、赤砂、竹席、葛布等物杂沓交易,各得所欢” [15] ,直接说明南北商货地域性差别与交易活动之盛,
以及由此形成的商机。 相应,运河沿线受益于商贸活动与信息流通,一方面形成重要的商业市镇,如
张秋镇地处鲁西平原中部,如按照路程远近计算,“以近计,则居济宁、临清两都会之中,以远计,则居

南北两都之中……夹河而城,襟带济、汶,控接海、岱,输贡咽喉,南北要地,五方商贾辐辏,物阜齿

繁” [16] ,是南北往来的重要市镇。 另一方面舟车与人员的汇集,也提供各类信息与商业契机,在城市

内部形成较繁华的商业街,据《义井巷创修石路记》云:“济上当南北要冲,而义井巷又当济上要冲。
其居民之鳞集而托处者不下数万家,其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 [17] ,呈现商贸繁盛之余,
亦暗示了济宁城是鲁西平原重要的商贸城市。

与例带土宜不同,旗丁重运北上也会夹带货物,这种行为,一方面不隶属于清廷法令范围内,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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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私带行为,另一方面多带有隐匿性色彩,不易被察觉。 此现象的出现,既反映了夹带货物是旗丁运

漕途中“谋生”手段之一,又间接促进了运河沿线货物与信息流通。
因江南涉漕省份距京、通二仓较远,旗丁使费较多,故粮艘夹带之风盛行。 这一点,道光帝亦言

“军船私带之弊,以江广为最,亦不独江广然” [18] ,说明粮船夹带之弊严重,也暗示这种现象是各帮漕

船的通病。 在夹带之物中,以食盐为多。 一则缘于清廷为加强盐业管理,除新疆和蒙古外,内地按地

域划分盐区。 各盐区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和规定,不得私自买卖或跨区售卖。 二则在于食盐是百姓

日常生活必需品,需求量较大,加之部分年份食盐匮乏,直接刺激了私盐的盛行。 为赚取高额利润,
旗丁往往利用运粮之便夹带食盐贩卖,如乾隆三十九年(公元 1774 年),江西建昌旗丁李勋船在北上

途中“箱内藏了三百斤盐” [19]被千总文采搜出,予以没收。 这种私盐夹带与贩卖现象,虽一定程度上

扰乱了清廷食盐销售秩序,但却揭示了地域间食盐价格与紧俏信息,甚至弥补官盐质量等方面缺憾。
嘉庆年间大臣松均言私盐繁盛缘由之一便是“官盐之价,十倍于私盐,又多杂以泥沙,不如私盐之洁

白、完好。 今使小民舍贱价、适用之盐,而买贵价掺杂之盐,此岂人情所愿” [20] 。 正是私盐价格适中,
品质上乘,为大多数百姓所接受,使得旗丁夹带私盐之风愈演愈烈,以至于嘉庆十七年(公元 1812
年),漕运总督许兆椿在“湖北头、二、三帮粮船内,搜获夹带私盐二十九万二千余斛” [21] 。 除此之外,
一些盐枭常与粮艘为伍,形成私盐买卖网络与渠道,此过程中,旗丁群体不仅是盐价高低波动的关注

者,还是私盐买卖活动的参与者,甚至主导者。
其三,清代邸报与民间报纸(或京报)上的“新闻”也是旗丁信息传递一部分。 除因上下级的政

治关系而产生的口传信息外,邸报和民报是重要的信息载体。 一般来说,邸报信息传递较正规,且隐

蔽许多。 即便常见的邸报,基层百姓亦不容易获获取,很大程度缘于清廷碍于“此辈等一阅邸抄,每
多讹传以惑众听,亦风俗人心所关” [22]而禁止邸报民间流通。 此情形下,除州县告示外,旗丁成为运

河沿线基层百姓获取官方信息的重要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与各省公文传递之中,有专职的

驻京提塘,负责公文收发,亦兼具邸报的分发。 《清史稿·职官志》中载:
凡置邮曰驿、曰站、曰塘、曰台、曰所、曰铺,驰驿者验邮符,泄匿稽留者论如法。 ……驻京提

塘官十有六人。 直隶、山东……新疆一人,云南、贵州一人,漕河一人,由督抚保送本省武进士、
举人及守备咨补。[23]

这种专业化的官职设置,利于公文与邸报管理的同时也加强了信息传递的控制,但漕河提塘的

出现,说明了漕河公文与邸报分发的自成系统性,方便漕官等漕河群体的阅读。 与邸报信息传播正

规性、隐蔽性不同,民报(或京报)刊发则公开、随意许多,是丁舵等人另一种信息来源,小说《儿女英

雄传》曾云:
当朝圣人爱民如子,一见河水冲决,民田受害,龙颜大怒,便照折一道旨意,将安学海“革职

拿问,戴罪赔修”。 这个旨意从内阁抄了出来,几天儿功夫就上了京报,那报房里便挨门送看

起来。[24]

因此,正是这种报刊,以盈利为目的,且容易获取,为旗丁群体“新闻”传播提供了素材,也成为基

层民众获取官方信息的一个渠道,在整个清代信息传播与流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总之,漕运旗丁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传递并未脱离传统信息的流通方式,仍以“人际”传播为主。

其中,民间信息的传播占据较大比重。 一方面旗丁等人肩负粮米运输,常年行走于运河之上,间接扮

演了信息收集者与传播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此群体携带土宜随船贩卖的境况,决定了其捕捉价格变

动信息的敏锐性。 此外,运漕的官方身份与邸报获取的便捷性,也使其成为州县告示外,另一种官方

信息传递的载体,间接上弥补了区域内官方信息传播的闭塞性缺憾。 无论何种信息传递,都反映了

旗丁的生活诉求,换言之,是旗丁群体基于自身需求而形成的带有实用性色彩的信息传递过程。

三、社交网络与信息流通下的清代漕运旗丁角色

旗丁挽运中的社交网络是复杂的,由此催生的角色亦是多重的,它反映了运漕带给旗丁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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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也揭示了旗丁群体形成与发展中的一些内在特征。 在这些内在特征中,旗丁自始至终的承运

者角色没有改变,它决定了其他社会角色的形成与变化。
首先,旗丁因运漕而形成的身份决定了其无法脱离“承运者”的角色,这种角色的形成既有明清

易代之际的历史遗留因素,也有清廷重塑运漕群体,为新朝所用的用意。 此过程中,旗丁群体不断被

“赋予”漕运的角色,而清廷采取诸如严格审查户籍,政令卫所其他丁种填补运额,甚至形成“夫所军

之有操、运、屯也,异其名不异其人,其去操而运,即为运军,去运而操,即为操军” [25] 的情景也不断强

化其运粮者的身份。 正是基于此种情形,旗丁在完成运役的同时利用自身之便,认识与结交社会其

他群体,形成诸如前文所述的多重社会关系网络,而这些关系网络又无一例外的凸显了其运漕身份

和角色。
其一,粮艘出运,雇募水手的规章制度给予旗丁较大自主权,并形成一定的雇佣关系。 反观此种

关系的出现恰是由漕运需求而形成。 另,旗丁北上或南下途中,不断发生的货物买卖关系。 一方面

受益于清廷例带土宜政策,另一方面承运者的角色也使其易于与沿河城镇店铺建立往来。 相应,回
南时部分农产品或酱菜等物件也购之于商贩,买卖关系的建立虽基于双方各自需求,但旗丁运漕途

中贸易关系的形成却很大程度上由漕运催生,而诸如例带土宜等行为也证明了此群体无法退去运粮

者的身份。
其二,与雇佣关系不同,航行中同帮或同乡关系的形成则直接缘于漕运,换言之,“承运”是不同

地域间旗丁发生联系的条件。 除地缘因素外,各州县旗丁散居的生活状况决定了此群体闭塞性,运
漕为其提供了相识契机,甚至在同帮或同乡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凝聚力。 如“各帮好义旗丁,向有分难

之例,将漂没米数多者,每丁各出米数石,代为陪完,其余听本丁设措。 因众擎易举,米少亦完,故能

抵通” [26] 。 这种凝聚力不同于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而形成的凝聚力,也不同于地缘因素而形成的亲

密联系。 它是基于漕运而形成的,进一步彰显了旗丁固有身份和角色。
其三,其他非典型的社会关系中,漕运或旗丁承运者的角色亦暗含其中。 如旗丁驾船赴州县兑,

与各州县发生的联系,以及航行途中与其他民商船只的往来等,这些事例无不说明运漕是其他社会

关系形成的一个先决条件。 换言之,这是漕运赋予旗丁承运者角色的同时也催生一系列其他社会关

系出现,相应,也建构了这些社会关系下的角色。
因此,无论旗丁在运漕途中表现何种角色都离不开自身运漕的身份,这种带有官方意志的标识,

既是旗丁用来不断与社会其他群体发生关系的一个基础,也是维持多种社会关系的一个保障,进而

成为其他社会角色形成的主因。
其次,旗丁除自始至终表现承运者的角色外,运漕途中,因社会关系变化而形成的角色转换是旗

丁群体的一个显性特点,这种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呈现了旗丁群体是“流动”运粮者的面相。 因随船

行走,在沿河市镇经济发展中,有其商人的身份。 每到泊船地,其余米出售与买卖物品等贸易行为不

仅促使附近区域店铺林立,交易行为也逐渐成为其生活中的一部分,刺激了运河经济与商品经济的

发展。
同样,因拉纤、撑篙等需要,旗丁间接扮演雇募者的角色。 这种雇募缺少现代商品经济发展中的

“等值交换”,仅仅是运漕诉求,一定程度上充斥着官方意志,故旗丁群体无法像现代社会中雇募者享

有完全支配权。 即便部分情形下,存在自主权,亦在官方意志支配下被弱化许多;加之受水手、篙舵

等人百般勒索,实际出运中,在雇佣关系层面,旗丁常常处于漕政官员与水手等人“双重钳制”的地

位,渐渐丧失了其雇主的角色。 如道光十五年(公元 1835 年)道光帝谕军机大臣曰:“朕闻粮船水手,
类皆无籍匪徒,性成犷悍,均由习教之老管师父招雇上船。” [27] 进一步说明了旗丁雇佣者身份渐趋淡

化,为水手等人挟制。
与商人或雇主等角色获取“主动性”不同,漕运中“官差”角色则是被赋予的,无法变更。 如前文

所述,为恢复和完善漕运制度,清廷制定诸多条例来保证每年运漕的顺利进行,相应也催生了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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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官员来维持和监督漕运。 相对于这些享有清廷俸禄的官员,旗丁无官衔与承运的地位决定了其

在上下级政治关系中的从属地位,也预示运漕中饱受官吏欺压等事件的出现。
最后,漕运社会关系网络下的旗丁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变化,其角色也

出现诸多变化,部分角色逐渐消失,亦有新的角色产生。 无论何种角色,漕运因素一直起到重要作

用。 例如碍于旗丁运漕艰辛与恢复运力等问题,清廷规定旗丁轮流出运的做法,会致使旗丁丧失或

“游离”于部分社会关系外,但其承运者的身份仍不变,只不过因政令短暂停歇罢了。 即便停运之年

的旗丁,“旧例月粮全给运丁,雍正二年题准减半给发。 六年,军船减歇,给予一半月粮,民船减歇,减
半之中再行减半支给。” [28]仍享受这清廷的津贴银两,间接说明了此群体应役出运的特性。 此外,道
光朝南粮海运的试行,清廷雇佣商船运漕的做法使江浙等旗丁处于“半失业”状态,基于内河漕运而

建立的诸如商业与贸易等社会关系网络也逐渐萎缩,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角色或随之消失,或隐匿于

其他社会关系中,与地方百姓无异。 当然,亦会出现停运后的旗丁为了自身生计利用原有社会关系

网络养家糊口的事例,即延续区域间商贸的往来或维持随船而居的生活,仍以“船户”身份存在于地

方社会之中。
综上,旗丁运漕中所表现出来的诸多社会角色,一方面揭示了漕运或承运者的身份在其社会关

系与角色形成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旗丁社会角色多变的特点。 这些社会角色并未以阶

层划分,仅仅是旗丁群体因时因地所表现出来的“身份”特征。 它没有政府厘定的“士农工商”的等

级色彩,也不属于清廷内部各阶层的变更,它诠释了漕运制度对社会基层民众身份与生活的影响,也
说明了社会中的“人”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对漕运制度发展与体系的构建有重要作用。

四、漕运旗丁社交网络与信息传递的双重影响

从时能功效的角度看,如其他信息传递一样,挽运旗丁社交网络与“人际”传播都无法脱离真与

假、利与弊的双重影响,真实与及时信息的传播利于自身运漕,丰富社交网络,增强区域内货物流通。
相反,虚假与人为“建构”信息的传递,则有碍于社会稳定,破坏秩序,极易引起基层民众恐慌,不利于

清廷管控。 无论何种影响,都说明了运役在旗丁群体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揭示了古代中

国信息传播过程中无法摒弃的一些特点。
旗丁挽运中的社交网络形成与信息传递,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疲乏的运漕生活。 旗丁重运北

上,水路漫漫,除按例停泊外,清廷不允许漕船停留,以便漕船及时抵通与回南,如诗云:“重运速抵

通,回空勿停顿,既早供天庾,亦足安里閈。” [29] 此外,运河沿线州县官亦肩负催攒之责,防止旗丁沿

途逗留,《漕运则例纂》载:
淮北至通,沿河镇、道、将领、员弁均有催重、攒空之责,漕船入境,各按汛地,立即驱行,不许

停泊。 如催攒不严,以致粮船逗留及纵容丁舵、水手上岸生事者,听所在督抚题参。[30]

此情形下,粮艘成为旗丁等人日常活动舞台,尤其“在这些帆船的甲板上建成许多小房间,每船

可以容纳几户人家,估计每船至少住五十人” [31] ,使得整个粮艘空间较为拥挤,加之运漕过程较为枯

燥等因素,疲乏与苦闷是出运旗丁的代名词。 此情形下,泊船靠岸、土宜买卖等活动,提供丁舵等人

上岸饮食机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运漕压力。
与旗丁群体上岸饮食娱乐相伴的是货物交易,信息传递中,商业信息流通占据很大比重,除售卖

自身携带的土宜外,其还参与客货或其他物品的揽装活动。 这两种商贸活动反映了旗丁群体增加收

入,改善生计的意图,客观上促进南北运河沿线货物流动,成为运河码头与城市崛起的重要因素。 如

“闸河,以台庄入东境,为商贾所聚,而夏镇、而南阳、而济宁、而张秋、而阿城、而东昌、而临清,皆为水

码头” [32] 。 这些水码头或是旗丁的泊船地,或是其货物交易的场所,贴补旗丁生计的同时便利了百

姓的生活。 与运河沿线点状水码头不同,运河城市的崛起,除地理位置因素外,旗丁等群体的商贸活

动与信息传递也扮演重要角色。 如运河山东段的济宁城,“其地南控徐沛,北接汶泗,为河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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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33] 。 成为南北船只往来之地。 每年漕运之时“江淮货币,百贾云集,其民务为生殖,仰机利而食,
不事耕桑” [33] 。 可见商贸之繁盛,人口之多,客观上为旗丁群体收集与传播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

与济宁城区位不同,地处运河北段的天津城则位于河海交汇处,是重要产盐地,《津门杂记》载:
“天津产盐甚富,上裕饷需,下应民食,直豫两省一百八十余州县皆赖之。” [34] 与此同时,旗丁每年回

南时亦会夹带芦盐贩卖,间接刺激了本地盐业的发展,如《盐坨》竹枝词曰:“堆积如山傍海河,河东

数里尽盐坨。 民间珍视同珠玉,不道此间如许多。” [35]进一步说明天津盐业之繁盛,以及芦盐在日常

百姓生活的重要性。 如前文所言,因芦盐价格低廉,旗丁一方面利用回空之便装载芦盐回南,另一方

面凭借对价格的敏感性,与盐枭等人为伴,私运贩盐。 清廷虽严厉打击此种不法行为,一时间出现城

内平民“明朝入市多生计,不卖私盐只卖鱼” [36] 的情景,但仍很难禁绝此类事件。 最为重要的是,这
些城市商业繁盛与水运码头,间接上为旗丁群体货物交易和信息流通提供了平台,反过来又进一步

促进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旗丁社会网络中的信息传递也会存在虚假信息的传播。 此种行为的出现,或缘

于旗丁收集信息时的误差,或因自身货物买卖而有意为之,这两种行为都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清廷的

统治秩序。 尤其旗丁社交网络复杂多变,常常以生活诉求为依托,形成新的传递渠道,使得清廷很难

整齐划一地控制与管理。 此外,京杭运河沿线水运网络发达,市镇与人口较多,客观加速了信息的传

播速度,易引起社会民众的恐慌。 京杭运河与周遭水网,不仅形成了较完整的传播体系,而且间接扮

演了推进器的角色。 与虚假信息传播相类似,部分情形下,为顺利出卖货物,旗丁也会“商贩居奇,造
作谣言。 抬高市价” [37] 。 这种行为虽属于商贸活动的一部分,但抬高市价的行为会影响百姓生计,
不利于稳定市场秩序。 此外,旗丁出运中因不满漕政官员的贪索等行为,亦会散布一些谣言。 这些

谣言仅限于本帮内或同船内传播,以达到“抗争”的目的;此种谣言多富含强烈的个人色彩,虽不至于

引起两岸百姓慌乱,却埋下了漕运中旗丁与官吏冲突的隐患。
因此,旗丁重运北上与回南过程中,其社交网络与信息传递所表现出时能功效,既承继传统民间

信息传播的一些特点与影响,又蕴含因运漕而形成政治与商贸等时代特征,这些社交网络为信息传

递提供载体。 其中诸如商贸信息的传递,一方面利于旗丁群体土宜买卖,增加自身收入,另一方面也

调节了区域内货物流动,促进了运河沿线市镇经济的发展。 当然,在信息流通中亦会掺杂虚假信息,
这些信息或是旗丁收集消息时产生的误差,或是此群体有意为之,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地方的统治秩

序,不利于政府管控,成为信息传播中无法摒除的弊病。
整体而言,回溯旗丁挽运漕粮过程,既是应役出运,完成粮米运输使命的过程,又是不自觉肩负

运河沿线信息传播的过程。 作为承运者,其从驾船赴州县兑运粮米到重运抵通,再到押船回南,各个

环节都有其身影。 而基于此形成的社交网络也无时无刻呈现其复杂性,其中有制度规定的上下级关

系,货物买卖的交易关系,剥船脚夫的雇佣关系,以及因运漕形成的同乡或同帮关系等。 这些关系,
一方面“建构”了旗丁日常生活与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又影响了京杭运河流经的区域社会,使得旗丁

群体在运漕途中表现出多重的社会角色,不断重申承运者身份的同时彰显了社会中“人”角色多变的

特点,成为旗丁群体一个重要特征。
与社交网络相伴随的是信息传递,这些信息传递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旗丁群体的生活诉求,其传

播过程仍未脱离传统的“人际”传播模式。 内容上既有诸如米价、货物价格变动等民间信息,又有邸

报和民报上的官方新闻,成为运河沿线州县百姓除告示外另一种获取信息来源的途径。 不可否认,
旗丁信息的传递会存在真与假、利与弊的双重性。 真实的信息利于旗丁运漕,也利于基层民众生产

生活,相反虚信息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区域百姓恐慌,扰乱政府统治秩序,成为地方社会失序的

一个诱因。 无论何种影响,旗丁作为常年行走运河之上的群体,不仅传播了原有居住地的风俗习惯,
又不断采撷着运河沿线的信息,完善与发展自身社交网络的同时成为南北区域重要信息传播者,在
清代社会发展与信息流通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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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oci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Grain Transportation of Tribute Troops

in Qing Dynasty

Shen Shengqun(Sun Yat- sen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Qing dynasty,military soldiers of grain transportation were named as the tribute grain
transport troops under the wei nationality in the Qing dynasty.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soldiers under the eight-
flag system and from the grassroots people in the society. As grain transporters,they participate in the whole
transportation process,from sailing to various provinces to load grain,to transport grain to Beijing and tong-
zhou,and to escort empty vessels back to the south. The social network based on this has always presented its
complexity. Among them,there 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perior and the subordinate stipulated by the
system,the trading relationship of goods,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of the skipper,and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local people and the gang formed by the transportation channel. These social relationship,on the
one hand,construct the daily life and social activities of the the tribute grain transport troops,on the other
hand,affect the regional society through which the canal flows,giving birth to the multiple social roles of the
tribute grain transport troops,constantly reiterating the status of carriers and highlighting the changeable char-
acteristics of the role of “human” in society.

Accompanied by social network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to a large extent
reflects the tribute grain transport troops living appeals, the tribute grain transport troops network has
enriched its transportation life and provided the carrier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ts communication process
is still not divorced from the tradition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ode. Its content includes folk infor-
mation such as rice price,local conditions,and official news in the local newspaper,which indirectly reflects
the life aspirations of the the tribute grain transport troops.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will have the dual nature of truth and falsehood,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rue inform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e people and the tribute grain transport troops. On the contrary,
false information will cause panic among the people in the region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disturb the order of
local government. No matter what kind of influence,the tribute grain transport troops,as a group walking on
the canal all the year round,not only disseminated the customs and habits of the original place of residence,
but also constantly collected information along the canal,the south and the north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played a role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Key Words:water transport cereals;the tribute grain transport troops;transmutation;social networking;
information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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